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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集体经济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阻点与破解路径

———基于江苏溧阳的案例观察

高强，鞠可心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基础前

提。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村庄布局与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实践来

看，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也是村庄大量合并与城乡之间人员加速流动的过程。 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内改制” 、静态化与封闭性等特点，与开放的村庄演化、人员流动形成鲜明对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顺利推进。 本文基于江苏溧阳的实地调研，以村庄案例为支撑，分析梳

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与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构建等关键环节中

面临的阻点，并探索其破解路径，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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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央部署的一项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改革，在农村改革

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总体性地位，关系着农村改革的综合性效应能否有效释放 ［１］ ，也关系到

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结构、社会

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２０１４ 年，中共

中央审议通过了《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 ，并在

全国选取 ２９ 个单位开展试点。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意见》对这项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由于全国各地农村差异较大，集体

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采取了先易后难、试点推进的方式，兼顾东中西不同区域，先在有条件的

地区探索，再逐步推广至全国各地。 自改革推进以来，全国先后组织开展了 ５ 批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共有 ２８ 个省份、８９ 个地市、４４２ 个县整建制开展试点试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全国已有 ４３．８ 万个村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认集体成员 ６ 亿多人，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

产 ６．５ 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 ６５．５ 亿亩，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 ３８００ 亿元，基本建立起符

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①。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这既标志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重

大进展和显著成效，也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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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作为全国首批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之一，改革起步较早，试点探

索经验也相对丰富。 目前，江苏省超过 ９９％的村（居）完成改革，共清查核实集体资产超过 ３０００
亿元，量化经营性资产 １５００ 亿元，确认集体成员超过 ５０００ 万人，１．７ 万多家村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完成登记赋码，整省试点任务基本完成①。 溧阳市地处江苏省南部，是农村改革的先行区，近
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江苏省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试点等多项改革任务。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溧阳市聚焦清产核资和经营性资产

股份合作制改革两项硬任务，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改革不断走向深化。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
溧阳市 １８８ 个行政村中完成改革的村有 １８６ 个，构建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１８５ 个，合作联社 １ 个②。

溧阳市的改革实践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密切结合，在中

央统一领导下，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一系列创新性改革举措，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从而顺利完成改革任务。 当前，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并进

入扫尾阶段。 “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目标是，按照中央既定部署，加快完成剩余改革任务，不断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溧阳市在推进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其解

决问题的思路也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本文将从全国层面阐述改革面临的困难挑战，并结合江

苏省溧阳市的案例观察，分析改革阻点的破解路径，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由全面推开向深化拓展转型，分析制约下一步改革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显得尤为紧要。 从现有研究来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有制度上的缺

陷，又有实践上的挑战。 法律、政策等制度性约束影响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改革互

动性和整体性的缺失，也导致改革效应无法充分发挥 ［２－４］ ，而传统理论中的“非集体化”和“私有

化”无法充分解释市场经济改革是否必然导致分散化和私营化 ［５］ 。 在实践层面，当前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中面临改革不平衡不充分、部分地方改革工作不规范、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水平不

高、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等多方面的挑战 ［６］７－８，还需要解决是否设置集体股、是否允许现金

股、股权固化和股权动静态管理等待商榷的治理问题 ［７］ 。
（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制度性难题

从法律层面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阻碍了改

革的有序推进。 目前，国家层面还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专门法律，也没有司法解释，仅
黑龙江省等个别省份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依据更多地停留于政策层面，缺乏全国性、系统化的法治保障 ［８］ 。 改革后的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虽被界定为特别法人，但立法中没有配套的具体制度来保障和落实其特别法人地

位，导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算体系、运营机制和监督管理等无法可依，也导致其不具备完

整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９］ 。 同时，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成员权制度缺失，集体成员股权的法理亟需

厘清，对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的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等造成影响［１０］ 。
从政策层面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 试点地区普遍反映，支

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力度还不够，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完备程度还比较

低。 一方面，各试点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财政经费支持，但总体上多数地区处于自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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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状态，缺乏中央、省、市、县健全的财政分担机制 ［１１－１２］ ；另一方面，中央缺乏配套的税收支持

政策，改革引发的农村金融需求扩张不能得到满足 ［１３］ ，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因过重的

税收负担，影响了农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同时，无论是在一些集体资产相对薄弱的地区，还是

在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都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 人才支持政策缺失，导致激励机制

不完善、培育机制不健全，集体经济组织能人留不住、不敢干、不愿干问题突出 ［１４］ 。
（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以细分为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与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构

建等诸多关键性环节。 这些环节在推进改革时都有可能遇到现实性挑战，从而对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形成制约。
第一，开展清产核资，进行折股量化，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 清产核资过

程中主要面临着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晰、权能不完整 ［１５］ ，产权让渡不顺畅、交易成本高 ［１６］ 等问

题。 清产核资完成后，对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的范围也存在 ３ 种争议：一是仅对集体经营性净资

产进行量化，而不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量化；二是仅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量化，而不对资源

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量化；三是把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均列入量化

范围。 在量化方式上既可以统一量化，又可以分步量化，还可以分类量化 ［１７－１８］ 。 清产核资和折

股量化的操作路径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内差别都比较大，这对于改革绩效的发挥产生不

利影响。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定农民是否具有成员权的身份要素 ［１９］ ，也是确定集

体资产归属的基础 ［２０］ 。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改革关键的股权分配和治理结构问题，都绕不开成

员权中的身份问题 ［２１］ 。 然而，目前全国尚未制定统一标准，为后续改革留下隐患 ［１４］ 。 随着城

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农村集体产权边界基本明确，但成员界定仍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各地先后出现“成员股东” “非成员股东” “非股东成员”等多种成员身份，其
权利义务各不相同，利益冲突也时有发生。

第三，股权设置与管理是由点及面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由于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基础不同，以“农龄”还是“人头”为主要依据设置股权没有统一标准 ［１８］ ，
集体股是否设置，也取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能力，以及为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不可替代

性 ［７］ 。 中央提倡不保留集体股，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而是将决定权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因此，
集体股是否保留、保留多少、后续如何处置等都成为摆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前的问题。 另外，
随着城乡间人口加速流动和城乡融合的加快推进，股权选择静态管理还是动态管理，与集体股

处置问题叠加，成为后续深化改革的一道难题。
第四，目前来看，全国大多数地区均成立了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少部分地区基于不同的改

革目标取向和改革内容选择了不同的改革单元，产生了“村－组”两级单元、“村－组”复合单元及

村级整合单元 ３ 类不同的改革实践 ［２２］ 。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到哪一层级、改革单元的

执行效率如何，在学界还存在争议。 以行政村作为单一改革单元，虽然改革推进效率高，但农民

协商议事与民主决策参与程度低；将改革单元延伸拓展至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层级，乃至非建制

的利益共同体层级，群众协商议事与民主决策得以有效激活，但试点效率受到影响 ［２３］ 。 从实际

效果看，不同的改革单位选择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改革单元与资产归

属单元不匹配等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
（三）研究框架与基本思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旨在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以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正如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所提出的，要“明晰集体

３

第 ２ 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阻点与破解路径



所有产权关系，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 ２０２０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探索拓宽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路径” 。 如图 １ 所示，改革涉及的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与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构

建等环节，在实践中都有可能面临来自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和改革操作路径不同等多方面的挑

战。 比如，资产存量不一的村庄合并后，清产核资范围扩大，集体资产有被平调的风险，股份量

化也面临公平性问题；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加速，界定进城务工农民和返乡创业人员的成员身份

易引发管理困扰；受集体股去留与设置比例的影响，公平与效率面临权衡取舍，股份权能拓展也

会受限；集体经济组织构建面临资产权属边界与改革单位协调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溧阳在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充分发挥基层智慧，因地制宜采取了分阶段量化资产、成员权与股

权适度分离、设立集体机动股与按贡献比例认购股权、实行“村－联社－组”三级管理等创新性举

措，为破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阻点提供了参考借鉴。

图 １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阻点与破解路径研究框架

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阻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流程严密，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操作性都很

强的工作。 由于自然禀赋、历史传统、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地的改革侧重点各不相

同 ［６］２３９，加之改革推进的过程也是村庄布局和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的过程，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改

革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从现实情况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相

互嵌套，给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管理等带来不同程度的挑战。
（一）清产核资：村庄合并模糊集体资产所有权边界

农村集体资产主要分为资源性、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等 ３ 类资产。 每一类资产的特性不同、
形态各异，但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都具有明确的产权边界。 长期以来，
由于农村人口和村庄布局相对固定，村庄的边界也就是农村集体资产权属的边界。 然而，随着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农村人口数量、结构及其空间

分布加剧变化。 村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制度文化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

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合并分化态势。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的 ５ 年

间，全国村庄合并或“村改居”持续推进，行政村和自然村数量都呈现减少的趋势。 全国行政村

数量由 ５４６６９９ 个减至 ５２６８２６ 个，自然村数量由 ２７０１８２８ 个减至 ２４５１９４５ 个，分别减少了

３．６４％和 ９．２５％①。 溧阳市尽管行政村数量保持不变，但自然村数量由 ２５６７ 个减至 ２４１７ 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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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 １５０ 个，占 ５．８４％①。 村庄合并不仅打破了村庄边界，也使得农村集体资产权属边界发生

偏离。 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能打破原集体的界限，更不能因为村

庄的撤并，而任意合并、平调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资产、资源，改变原有集体资产的权

属②。 但从现实来看，村庄合并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村庄空间布局，改变了集体资产实际管理权

限，也模糊了集体资产所有权边界，给以村为主要单位开展清产核资增加了难度。
（二）成员界定：城乡人口流动引发成员管理困扰

做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 改革中，各地按照“尊重历

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基本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

累的贡献等因素，坚持“一村一策”与民主协商，确定了差别化认定方法。 江苏等地区在推进改

革过程中，还对集体成员身份的资格唯一性、封闭式和静态化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③。 但从全

国层面看，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成员身份界定管理以及相关权利的维护越来越受到城

乡人口流动的挑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我国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乡间流动

人口逐年增多，城镇人口比重从 １９８０ 年前的不到 ２０％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０．６％④。 溧阳市的城乡

人口变动趋势总体与全国保持一致。 ２０１５ 年，溧阳市农村人口比重为 ５０．９５％，高于城市人口；
但 ２０１６ 年城乡人口比重发生逆转，农村人口比重骤降至 ３８． ２５％，而城镇人口比重增至

６１．７５％，之后几年差距持续扩大⑤。 城乡人口结构变动，除了受人口自然增长等因素影响外，还
主要受亿万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迁徙的影响。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返乡入乡创业呈现蓬勃发

展态势，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人员数量也呈逐年增长趋势。 据统计，截
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为 ７４０ 万人，２０１８ 年底为 ７８０ 万人，２０１９ 年底为 ８５０
万人，其中返乡创业人员中的 ８０％为农民工⑥。 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

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等财产权益不断增多，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纽带的

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不仅对于长期进城务工农民“三权”维护提出

了更高要求，也对城市人才稳定入乡提出了新挑战。 城乡融合背景下，成员权与集体资产股权

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即取得集体资产股权的人不一定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也不一定享有全部股份分红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问题已

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当期经济利益分配与长期收益权博弈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城乡人口加速

流动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复杂。
（三）股权设置：集体股的取舍及股权管理方式

股权设置和管理是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体现。 股权管理

方式决定了股份权能的实现路径 ［７］ 。 关于是否设立集体股，各地主张不一，而中央对于集体股

的取舍及比例也没有明确标准，导致各地改革操作差异较大。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全国集体股占

总股数的 １５．７２％，但是有的地区相对较高，比如北京的占比高达 ２９．７８％；也有部分地区基本不

设集体股，比如天津的集体股只占 １． ０８％。 成员界定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对集体财产的分配正

义，而股权设置及管理是成员权行使的拓展和延伸，涉及更多的是发展层面的问题。 对于股权

管理是选择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股权的动态管理模式，还是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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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对江苏溧阳的实地调研资料。
参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全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８ 年施行的《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应当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

实、程序规范、资格唯一、群众认可、公开透明的原则” 。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 ２０２０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同①。
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源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７ 年） 》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返

乡创业农民工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静态管理模式，抑或是动静结合管理模式，关键要看能否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效率，
形成成员对集体经济发展贡献的有效激励。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加快，乡村振兴人才

需求愈发强烈，社区成员与集体成员交错混居成为常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边界势必打破。 与

之相适应，集体股份价值如何评估、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如何拓展、非集体成员如何继承股份，以
及在股权抵押担保过程中如何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等，都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面临的迫切问题。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和集体股分配情况

地区 股本总额 ／ 万元 成员股本金额 ／ 万元（成员股占比 ／ ％） 集体股本金额 ／ 万元（集体股占比 ／ ％）

全国 １５６１０２７７７．５ １１９８１６３２１．６（ ７６．７５） ２４５４０１３９．２（ １５．７２）

北京 ９３７４９０１．６ ６３１７３５３．９（ ６７．３９） ２７９１４７８．６（ ２９．７８）

江苏 ９６６２３１３．８ ７５６０６１４．３（ ７８．２５） １８３８６０９．９（ １９．０３）

天津 ３７５９４６４．４ ３７１５９８５．６（ ９８．８４） ４０７０５．９（ １．０８）

溧阳 ７２４９７．１２ ７０３７３．９８（ ９７．０７） ２１２３．１４（ ２．９３）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编，《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２０１９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表 ２、表 ３ 同。

（四）组织构建：资产权属边界与改革单位不匹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在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

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资产主要由“镇－村－组”三级管理，但以组

为基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则逐渐过渡为以村级管理为主。 如表 ２ 所示，全国完成改革

的单位大部分集中在村一级，比重为 ６１．９９％，而江苏省高达 ９２．６２％。 相应地，集体资产量化后

的主体也集中在村一级，比如全国改革时点量化资产村级占 ８４． ９３％，江苏村级资产高达

９７．６７％。 但是，如果将表 ２ 和表 ３ 结合起来看，可以明显发现改革时点资产量化的单位与改革

推进单位存在不一致、不匹配等现象。 比如，全国改革时点组级量化资产占 １１．７２％，但完成产

权制度改革的组级单位占比却高达 ３７．９５％，二者相差近 ２６ 百分点。 这说明，一方面我国不同

区域之间农村集体资产权属边界差异性较大，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地区在推进改革过

程中，改革单位选择不合理，没有严格按照集体资产所有权边界实施改革。 从长远角度看，资产

权属与改革单位不匹配会对集体经济组织构建的层级选择及功能发挥带来影响，也有可能导致

集体资产无法覆盖到相应的集体成员。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单位数

地区 合计数 ／ 个 组级 ／ 个（占比 ／ ％） 村级 ／ 个（占比 ／ ％） 镇级 ／ 个（占比 ／ ％）
全国 ５９４６０４ ２２５６４２（ ３７．９５） ３６８５８２（６１．９９） ３８０（ ０．０６）
江苏 １７０９８ １２４６（ ７．２９） １５８３６（ ９２．６２） １６（ ０．０９）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改革时点量化资产情况

地区 合计数 ／ 万元 组级 ／ 万元（占比 ／ ％） 村级 ／ 万元（占比 ／ ％） 镇级 ／ 万元（占比 ／ ％）
全国 １９３８９４６９６．９ ２２７３０８９９．３（ １１．７２） １６４６７８０１８．５（ ８４．９３） ６４８５７７９．１（ ３．３５）
江苏 １３３１２８６７．３ ２３３９８９．５（ １．７６） １３００３３１６．５（ ９７．６７） ７５５６１．２（ ０．５７）
溧阳 ７２４９７．１２ ８６７４．８１（ １１．９７） ６３８２２．３１（ ８８．０３） －

四、破解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阻点的路径探索：江苏溧阳的经验

溧阳市在江苏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起步虽然相对较晚，但后期推进较快，在清

产核资、成员界定、股份设置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 调研团队实地考察了天目湖村、河西

村，并与南村、钱家社区和唐家村等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交流。 这些村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中都遇到了不同的难题，但也都不约而同地聚焦重点难点，以多样性、差异化的改革，积极寻

求改革阻点的破解路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改革后组建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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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载体。 ２０１９ 年，溧阳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４．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１．９８％，
其中村级经营性收入 ３．０１ 亿元，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２４．９％①。

表 ４　 调研走访各村的基本情况、改革问题和创新做法

村（社区） 基本情况 面临的问题 创新做法

天目湖村 集镇村，经过三次合并 合村时间不一，资产各异，清产核资面临挑战 分阶段量化资产

南村 城中村，城乡融合度高 非南村户籍，同时丧失原户籍所在地户口，成

员身份无法界定

成员权和股权合理分离

河西村 集镇中心村，经营性资产多 户籍造册不完整，集体股占比较高 设立集体机动股

钱家社区 村改居，城乡融合度高 人员变动大，股份分配存在矛盾 分 １１ 档“贡献股”认购股权

唐家村 城中村，存在组级资产 村组资产管理层级较多 实行“村－联社－组”三级管理

（一）分阶段量化资产，缓解村庄合并矛盾

一般而言，实施村庄合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少会出现经济条件相差不大、集体资产规

模相同等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中把村庄合并之后的资产平均量化给所有成员，就会

产生不公平问题。 因此，对合并后的村庄进行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股份量化时，必须充分考虑

原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产存量、贡献程度和意愿要求。 溧阳市天目湖村属于集镇村，由
东陵、杨家边和莘塘 ３ 个大队并村成立。 ３ 个村庄不仅合并时间不一，而且集体存量资产各异。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天目湖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以村庄合并时间为节点，
对照 ３ 个村庄两个并村节点的财务报表，创造性地依照不同时期的集体资产贡献值配置股权，
将村集体资产量化分为 ３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陵村与杨家边村合并时的

账面净资产；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陵村、杨家边村再次与兴塘

村合并期间增加的净资产；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３ 村合并后增加

的净资产。 具体做法是，将 ２００１ 年并村前的资产按固定股值确给原东陵村集体成员，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间增加的净资产分摊给原东陵村集体成员和杨家边村集体成员，最后将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间增加的净资产分摊给所有村集体成员，最终经过 ３ 次净资产量化分配到个人，再进行

叠加，按 ４００ 元 ／股进行核算，从而得出原东陵村每个成员核股 １９ 股，原杨家边村每位成员核股

１７ 股，原兴塘村每位成员核股 １０ 股，合计天目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享受股权 １８７４ 户 ６４７４ 人。
这个案例说明，合并后的村庄进行清产核资，通过分段量化资产和差异化配股，既考虑了不同成

员的贡献度，又平等保护了成员发展权，实现了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灵活界定成员身份，防止“两头空”和“两头占”
在城乡人口加速流动的背景下，针对股权固化后成员新增、变更、注销等情况，溧阳市通过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妥善化解因成员身份界定引发的矛盾。 为扩大改革覆盖面和受益面，溧阳

市鼓励成员资格从宽界定，充分考虑婚嫁女、小城镇户口等不同群体的利益。 比如，针对成员去

世后的股份继承问题：如果无子女等法定继承人，去世后其股份回归到村里转为集体股；如果有

子女等法定继承人，但属于非成员的，可以继承股份享受分红，但是不具备成员资格，杜绝“两头

占”现象。 同时，关于成员的迁入迁出，尤其是小城镇户口问题，溧阳推行成员与股权的合理分

离，防止出现“两头空” 现象。 比如，溧阳市南村有一农户家庭成员原均为社渚镇周城村人，
１９８７ 年该农户家庭中的儿子过继到南村的一个亲戚家，同时全家户口都迁至南村，并于 １９９２
年在南村的宅基地上盖了新房。 １９９８ 年二轮承包时，该农户其原先在社渚镇周城村的承包地

和宅基地全部被收回并分配给其他成员。 在本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因其在南村无

承包地且宅基地取得不符合法律法规，无法界定其为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同时，由于该农

户家庭成员的户口已经迁出社渚镇周城村，且于二轮承包之前其承包地和宅基地均被收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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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也不具备周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出现“两头空”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经过南村村

民会议表决，该户最终被界定为集体成员，主要考虑是赋予其在该村享有宅基地分配的权利，从
而保障基本居住权，但是不享受集体股权。 一般而言，成员权所能衍生出的财产利益及其他权

益存在于其与集体的内部关系之中。 然而，在城乡人口加速流动的背景下，基于成员身份为纽

带的利益关系将更加复杂多变。 这种改革做法通过成员权与集体股权的适度分离，将成员权兼

具的身份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拆分重组，有效化解了矛盾，维护了成员基本权益。
（三）设立集体机动股，完善股权设置与管理

调查发现，由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成员人数多、流动性大，许多需要核实的信息年代久

远，导致成员资格界定范围较模糊。 同时，有的村户籍造册不完整、信息不完备，有的村改革灵

活性不足，且各地改革信息不联网、无法比对，容易出现成员资格界定不完善、股权设置不合理

等问题。 溧阳市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按村级量化资产的一定比

例设置集体机动股，专门用于因信息不全、工作失误而造成的成员股权错漏登记等问题。 例如，
戴埠镇河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只设个人股，不设集体股。 个人股由人口股和集体机动股组成，
人口股占可量化资产总额的 ７２％，集体机动股占可量化资产总额的 ２８％。 机动股的设立，实质

上相当于弹性化的集体股，但是目标指向解决个人股份量化纠偏问题。 改革基本完成后，如果

发现有遗漏人员，可以随时进行登记，通过相关程序调整股份，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留足空间。
另外，为充分拓展股份权能，钱家社区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集体成员对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所

作的贡献度，创新性提出股权认购方案。 具体来讲，主要按照“贡献越大，回报就多，兼顾平衡，
差别认购”基本原则，将个人认购股权方案分为 １１ 档：２０ 股、１６ 股、１４ 股、１２ 股、１１ 股、８ 股、６
股、５ 股、４ 股、３ 股、２ 股，让成员自愿分档认购。 同时，该村还结合宅基地制度改革设立贡献股，
试点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加入机制，既保障了成员的集体收益权，激发了集体成员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也为新成员加入集体开辟了途径。
（四）细化组织架构，分层推进改革

实行集体资产精细化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还有助于健全乡

村治理体系。 溧阳市唐家村共 １２ 个村民小组，早在 ２００９ 年就自主完成了改革任务。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唐家村自发分片发展集体经济，构建了平陵、江南、中兴、兴益 ４ 个组级股份经济合作联

社，每个联社由 ３ 个村民小组构成，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经过多年发展，唐家村形

成了相对固定的运行模式，每个村民小组有各自的集体资产，每个联社也有一定的集体经营性

收入。 根据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求，唐家村完成了清产核资、成员界定和股份量化

等任务，但并没有建立起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 ２０２０ 年，唐家村根据最新政策要求，积极探索

“二次改革”路径，在对村组级资产进行核实后，创造性地将 ４ 个组级股份联社确定为村级股份

社股东，从而形成“村－联社－组”三级资产管理及组织体系。 这种改革遵循了“自下而上”的改

革路径，既不改变当前分红模式，又优化升级了管理模式，还破解了资产权属边界与改革单位不

匹配问题。

五、思考与建议

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但各地改革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十分突出。 针对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任务及可能遇到的问题，立足溧阳改

革创新取得的经验，就如何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更好地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联动考虑，加强专项政策连贯性。 在坚持改革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需要联动考虑，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 鉴于我国农村人员构成千差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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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成员身份界定标准，既难以覆盖全面，又容易激化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

定。 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台成员身份确认的指导意见，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协商确定

具体标准，可以发挥村级组织的自主性，进一步激发改革内生动力。 同时，要确保成员制度与股

权制度、治理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等相互配合，从整体上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注重

专项政策连贯性，提高不同政策间的协调性，激发改革的综合效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二，应用差异化改革方式，促进发展成果均等共享。 由于我国各地农村发展差别较大，在

确保改革进程与村庄演化进程相匹配的前提下，应注重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改革方式，创造性

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比如，在资产量化方面，要在明确农村集体资产边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集

体资产的积累、发展历程，分步骤、分阶段量化集体资产。 特别是对于实施过村庄合并的村集体

经济组织，更要充分考虑不同成员集体的历史贡献，维护成员集体的合法权益。 在股权设置方

面，要做到静态量化和动态管理相结合，将集体股的设立定位于机动股，并逐步全部量化到成员

个体。 同时，要多元化设置股权，根据需要合理配置人口股、贡献股、岗位股等，妥善处理非成员

的法定继承人股权继承问题以及村党组织书记兼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问题。
在股权管理方面，还要加快探索拓展集体资产股份继承、抵押、担保等权能，赋予集体成员更加

完整的财产权利。
第三，合理划分产权与管理边界，有序推进政经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的权利主体是成员集

体，农村集体资产的行使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在明确权

利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前提下，将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集体，并充分考虑不同层级的改革需求，合理划分集体资产管理边界，适当缩短纵向管理链

条，提高管理效率。 另外，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职能是对农村

集体资源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从长远角度看，要稳步扩大“政经分离”试点范围，按照“行政事

务归村（居）民委员会，经济职能留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则，理顺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之间

的职能关系，注重对“村改居”地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走势进行预判和调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第四，构建多元化政策支持体系，扭转集体经济组织弱势地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特

别法人，是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统一体，其法人财产具有特殊性。 当务之急是要赋予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再研究构建一套特殊的保护制度和政策体系。 在目前的国家

税收政策下，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集体经济组织专项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直接免除、先征后

返、参照小微企业纳税或执行综合税率等多种途径，减轻集体经济发展税收负担。 同时，要尽快

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用于哪一种财务会计制度，确定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的基本依据，并联

合有关部门对法人变更转隶、资产移交等作出规定。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还要尽快出台关于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成效，维护、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各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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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ｒｅ ｉｎ ｓｈａｒｐ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Ｌｉ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ｉｎｋｓ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ｃｋ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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